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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揭示河流生态缓冲带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质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浦阳江干流为研究对象，通

过底栖动物野外采集、水质分析和河岸带土地利用解译，分析其干流河流生态缓冲带土地利用类型与河流水质

和底栖动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锰酸盐指数 (CODMn)、氨氮 (NH3-N)和总磷 (TP)与林业用地呈负相

关，但与农业用地显著正相关。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与农业用地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城镇用地显著负相关。冗

余分析结果显示，浦阳江上游浦江段河流生态缓冲带中农业用地对底栖动物影响最大，中下游的诸暨段建设用

地对底栖动物的影响最大。这表明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河流生态缓冲带中农业和建设用地对底栖动物多样性

的影响可能不同。河流生态缓冲带修复实践中，增加林地面积和自然岸线比例对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

护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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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态缓冲带通常指为保护河流免于直接受到或减少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干扰 (如土壤侵

蚀)的带状保护区域 [1–3]。其中，人类活动包括城镇化、农业种植与养殖、工厂建设、道路建设、

旅游、伐木等。河流生态缓冲带 (简称“缓冲带”)中良好的土地利用类型，如林地或草地，是减轻

陆地生态系统对河流生态环境干扰的重要屏障 [4]，也是降低面源污染对河流水生态质量影响的最佳

管理实践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重要内容之一[5–7]。

人类活动会直接影响缓冲带土地利用类型的构成。与水质退化相关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城

镇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而没有开发的土地利用类型，如林地，则有助于保护水质 [8]，且可以积极

保护河流底栖动物[9]、鱼类[10]、软体动物[11] 和龙虾等物种的多样性[12]。然而，关于缓冲带如何影响

河流水质和水生生物，目前的认知并不全面。现有研究表明，除了受不同研究选择的空间尺度 (区
域尺度、流域尺度和沿岸带尺度)不一致的影响外 [13]，还与研究时选择的缓冲带宽度有关 [14]。另

外，缓冲带对河流水质和水生生物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河流间很可能存在差异 [15]。因此，有

关缓冲带对河流水质和水生生物影响的共性认识仍需更多来自不同河流的研究数据支撑。

本研究以浦阳江干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干流缓冲带与河流水质和底栖动物多样性之间

的关系，揭示缓冲带对河流水质和水生生物的影响机制，以期更好地发挥缓冲带的生态效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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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合理地设计缓冲带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和采样点位

本研究以浙江省浦阳江为研究对象，该河流为浙江省“五水共治”典型案例。浦阳江是钱塘江

一级支流，发源于浦江县的天灵岩南麓，经浦江县流入诸暨市的安华水库，直至萧山闻家堰汇入

钱塘江。浦阳江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为 1 512.8 mm，其主干流长 49.61 km，流域面

积 492.62 km2。

在浦阳江干流上共设置 15个调查样点。其中，7个样点位于浦江县境内的安华水库上游 (后称

此河段称为“浦江段”)，分别为前坞口、和平桥、平安桥、长春桥、黄宅、严店和上仙屋，河流水

流速较快，基本为可涉水河段，底质组成以砾石、卵石为主；其余 8个样点位于诸暨市内 (后称此

河段称为“诸暨段”)，分别为长潭大桥、王家、会议桥、浣纱大桥、茅渚埠、姚公埠、湄池大桥、

浦阳江大桥，河流水流速度较缓，都为不可涉水河段，底质组成以泥沙沉积物为主。浦阳江调查

点位分布位置见图 1。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野外采样于 2019年 5月进行。在浦江段

和诸暨段内的每个样点采集 600 mL水样，低

温、避光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水质分析。分析

方法严格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16] 进

行，测定高锰酸盐指数 (CODMn)、氨氮 (NH3-N)
和总磷 (TP)。

各样点的缓冲带数据由 2019年 GF1/GF2
和 ZY3影像数据解译获得，空间分辨率为 8 m。

缓冲带宽度为 50 m，长度为以样点为起点，向

上游延伸 1 000 m。计算缓冲带内农田、林地

和建设用地的占比情况。

应用多生境采样法，在每个点位的上下游

各 50 m范围内 (即该采样点 100 m河段)完成对底栖动物的采集。在每个河段内采集 20个 D型网样

方，样方按照 100 m河段生境类型 (急流、缓流、不同水深、不同地质组成、水生植被等)的出现

比例进行分配 [17]。每个 D型网 (底边宽 30 cm，60目孔径)的采集面积为 0.09 m2，合计每个样点的

总采样面积为 1.8 m2。所有样方去除大石块和枯枝落叶，经 40目孔径分样筛洗净后合成一个样

本，保存在 95%酒精或 5%～8%的甲醛溶液中。在实验室中对每个样本的底栖动物进行挑拣、计

数，并鉴定到尽可能低的分类单元，绝大多数物种鉴定到属或种，少数类群进行了较粗的分类鉴

定 (寡毛和涡虫到纲级，部分鞘翅目和全部半翅目到科级[18])。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选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的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物种丰富度和蜉蝣

目 (Ephemeroptera)+積翅目 (Plecoptera)+毛翅目 (Trichoptera)丰富度表征底栖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

征，其中 Shanno-Wiener多样性指数 (H' )按式 (1)计算。

H′ = −
∑

(ni/N) log2(ni/N) (1)

式中：ni 为第 i 个分类单元个体数；N 为样品中底栖动物总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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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浦阳江流域点位分布

Fig. 1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Puy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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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究水质理化指标、缓冲带和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间的相关性。为

分析缓冲带对浦江段和诸暨段间的响应关系，进行了冗余分析 (redundancy analysis，RDA)，分析前

先进行去趋势对应分析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若 DCA结果中最大梯度长度大于

4，则选择单峰模型 CCA分析；若最大梯度小于 3，则选择线性模型 RDA；若梯度为 3～4，则 2个

模型均可选择。利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探究水质指标和缓冲带的空间

分布格局。

基础统计分析在 Excel中进行，其他所有分析均通过 R语言 (版本号 4.0.2)ggplot2、 ggord、
ade4和 vegan软件包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2.1    河流生态缓冲带土地利用构成

通过对 GF1/GF2和 ZY3影像进行数据解译后发现：浦阳江上游浦江县的城市化发展程度较

低，主要以农田为主 (p<0.01)，占比 60.62%，其次是建设用地，占比 23.02%；下游的诸暨市主要以

建设用地为主 (p<0.01)，占比 57.44%，其次是农业用地，占比 21.49%；而林地，无论是在浦江段还

是诸暨段都是最少，且两区域间无显著差别 (如图 2所示)。浦江上游主要以山地为主，土地肥沃、

雨水充足适合耕种，所以上游缓冲带以农田为主。位于浦江下游的诸暨段以平原为主，整个诸暨

市域内建设用地比例 (12.5%)为浦江县建设用地比例 (8.3%)的近 1.5倍，沿浦江两岸建设用地相应

高于浦江县。 

2.2    水质和底栖动物群落组成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19]，浦江段和诸暨段区域内的水质指标 CODMn、

NH3-N和 TP均处于同一类别。其中，CODMn 和 NH3-N均符合 II类水质标准，TP符合 I类水质标

准，水质状况总体偏优 (如图 3(a)~(c)所示)。在浦江段共采集到底栖动物 9 822头，在诸暨段共采

集到 2 496头，分别隶属于 6纲 16目 89种。其中，水生昆虫物种多样性最高，共有 64个分类单元

(65.81%)，其次为腹足纲 (10个分类单元，5.80%)。从优势物种看，甲壳纲中的米虾 (Caridina sp.)优

势度最大，其次为四节蜉 (Baetis sp.)和细蜉 (Caenis sp.)。缓冲带以农田为主的浦江段中 3个底栖动

物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以建设用地为主的诸暨段内的指数 (如图 3(d)~(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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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黑点表示每个采样点位。

图 2    浦江段和诸暨段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at Pujiang and Zhuji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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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流生态缓冲带与水质的关系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氨氮和总磷与缓冲带的农田比例正相关、与林地负相关 (如表 1
所示)。水质和缓冲带土地利用构成的降维分析表明 (如表 2所示)：第一主成分 (PC1)代表了样点的

水质梯度，解释了 38.21%的环境梯度变化；第二主成分 (PC2)代表了缓冲带中林地和自然岸线梯

度变化，贡献率为 25.45%；第三主成分 (PC3)代表了缓冲带受干扰程度，贡献率为 22.85%。

表 1    水质因子、缓冲带和底栖动物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

Table 1    Spearman correlation among water quality, buffer zone and benthic animals

项目 CODMn NH3-N TP 农业用地 林地 建设用地 自然岸线 香农多样性指数 物种丰富度species

农田 0.08 0.41 0.38

林地 –0.07 –0.49  –0.47  –0.52*  

建设用地 0.01 0.06 –0.05  –0.65** –0.29   

自然岸线 0.04 –0.43  –0.15  –0.27      0.61* –0.24    

香农多样性 0.16 0.18 0.36 0.70** –0.16    –0.63*  0.16

物种丰富度 0.25 0.22 0.24 0.75** –0.15    –0.67** 0.03 0.69**

EPT丰富度 0.10 0.32 0.26 0.67** –0.39    –0.37     –0.02  0.58     0.82**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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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实心圆点表示每个采样点位。

图 3    浦江段和诸暨段水质指标和底栖动物指数特征

Fig. 3    The water quality and benthic animals index at Pujiang and Zhuji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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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采样点的主坐标分析 (PCoA)表明 (如
图 4所示)，浦江段的 7个样点中，有 5个样点

主要受水质和缓冲带中农田的影响，另外 2个

样点的缓冲带中的有较高的林地和自然岸线比

例。诸暨段的 6个样点缓冲带中的建设用地比

例明显高于浦江段。上述 Spearman和 PCoA结

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均表明水质与缓冲带

中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20-21]。

而农业用地面源污染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

化的主要原因 [22]。TONG等 [23] 在美国俄亥俄州

流域区域尺度上发现，氮、磷和电导率与农业

用地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林地呈显著负相关，

这可能农业面源排放有关。

虽然建设用地导致水质恶化的报道很多 [24-25]，但本研究并未发现建设用地对水质退化有相关

性。这可能与受试缓冲带中的建设用地均为道路，没有工厂用地和居民用地有很大关系，也与城

镇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的完善有重要关系。缓冲带中林地与氮和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如表 1
所示)可能与现有报道认为的河岸带植被对氮和磷有较强的吸收作用有关，且吸收作用可能与缓冲

带植被的宽度有很大关系 [4,26-27]。有研究结果表明 [22,28]，缓冲带中 20～30 m宽的植被缓冲带能有效

拦截河流中 40%～100%的氮，对磷的去除率在 80%～85.07%。缓冲带对河流水质的改善作用与其

宽度与长度有关 [29]。LI等 [14] 发现宽度为 300 m、长度为 8 km的缓冲带是景观格局与水质之间联系

最紧密的区域。加拿大和美国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缓冲带宽度标准为 30 m，欧盟《水框架指令》规

定缓冲带最小标准为 20 m[30]。程昌锦等 [22]认为除长度和宽度外，缓冲带的坡度、植被类型、植被

密度、林龄和水土保持性能等均对水体污染物的截留有很大影响。 

2.4    河流生态缓冲带与底栖动物的关系

底栖动物数据的 DCA结果显示，每个轴特征值的最大值为 2.83(小于 3)，故选用冗余分析

(RDA)。RDA前 2个主轴可累计解释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变化的 82.0%(如图 5所示)。诸暨段底栖动

物群落组成主要受自然岸线、林地和建设用地影响，指示性底栖动物为栉水虱 (Asellus sp.)、石蛭

(Erpobdella sp.)和小蟌 (Agriocnemis sp.)；而浦江段则主要受农田影响，指示性底栖动物为花翅蜉

(Baetiella sp.)和等蜉 (Isonychia sp.)。
AL-ZANKANA等 [31] 对 379个独立项目的研究发现，底栖动物的物种丰富度 (27%)、多样性指

数 (18%)和 EPT(6%)等指数常被用来评估河流的生态质量。浦阳江缓冲带中建设用地与底栖动物

香农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显著负相关，农业用地与底栖动物香农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和

表 2    水质指标和缓冲带土地利用组成的主成分分析

Table 2    The principle analysis of water quality and land uses in buffer zone

主成分

梯度
CODMn

贡献参数

NH3-N
贡献参数

TP贡献

参数

农田贡

献参数

林地贡

献参数

建设用地

贡献参数

自然岸线

贡献参数
λ

方差

贡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PC1 0.918 0.642 0.92 0.122 –0.127 0.046 0.016 1.64 38.21 38.21

PC2 0.188 –0.498 –0.2 –0.301 0.929 –0.321 0.858 1.34 25.45 63.66

PC3 –0.091 0.282 0.068 0.916 0.058 –0.933 –0.019 1.27 22.85 86.51

　　注：第一主成分PC1代表样点的水质梯度，第二主成分PC2代表缓冲带中林地和自然岸线梯度变化，第三主成分PC3代表缓冲带受

干扰程度；粗体表示在该主成分上的主要贡献参数。

 

3

0

−3

P
C

2
 (

2
4
. 
5
2
%

)

−5.0 −2.5 0 2.5 5.0 7.5

PC1 (37.43%)

浦江
诸暨

农业用地

氨氮林地

自然岸线
总磷

高锰酸盐指数

建设用地

图 4    浦江段和诸暨段水质与土地利用间的 PCoA 分析

Fig. 4    The principle coordinates analysis between water
quality and land used at Pujiang and Zhuji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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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T丰富度显著正相关 (如表 1所示)。
缓冲带中的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主要通过

影响河流水质、水文和河道底质微生境质量等

对河流底栖动物群落产生不利影响 [32-33]；林地

则通过对污染物截留、提供倒木和凋落物等有

机物、提高河流荫蔽度、降低河流水温等方式

来促进和保护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 [34]，以及河

流食物链和食物网的稳定性、完整性 [35-36]。本

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缓冲带中建设用地对底栖

动物有显著的负作用，而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不

同的是浦阳江缓冲带中农业用地与底栖动物有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林地并未表现出对底栖动

物多样性恢复的有利作用。

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有 3个方面。

1)浦阳江上游即浦江段与中下游即诸暨段的缓冲带中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完全不同。浦江段缓冲带

以农业用地为主 (60.62%)，其次是建设用地 (23.02%)，诸暨段缓冲带以建设用地为主 (57.44%)，其

次是农业用地 (21.49%)，而林地无论是浦江段还是诸暨段都是最少的，分别为 16.29%和 15.15%。

WANG等 [17] 对钱塘江中游溪流的研究表明，当流域内建设用地比例超过 3%～5%时，底栖动物多

样性开始下降，并随着建设用地比例逐步升高，底栖动物多样性快速下降。因此，在现有缓冲带

中建设用地比例高达 40.23%的状况下，林地对底栖动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作用有限。2)浦阳江上

游浦江段的底质组成以卵石、砾石等石材底质为主，泥沙含量少，适合底栖动物生长，而诸暨段

水流较缓、水深较深等特点导致底质主要为泥沙。而底质异质性是影响底栖动物的重要因素之

一 [37-38]，较高的河床泥沙含量会导致生境多样性降低、食物来源减少和生物栖息空间小且不稳定，

从而导致底栖动物多样性降低 [39]。因此，得益于河道内底质栖境的多样化，浦江段的底栖动物多

样性显著高于诸暨段 (如图 3所示)。3)农业用地虽然是城市化程度较低流域的重要污染源，但在城

市化程度较高的流域，农业用地的存在对水质改善有促进作用 [8]。同样地，MOORE等 [40] 比较了美

国马里兰州的城市和农业水源，发现农业水源的底栖动物多样性相对较高，这可能归功于该地区

的免耕耕作和缓冲带等 BMPs措施。通过使用 BMPs来保护缓冲带已经被美国广泛应用于改善河流

质量的管理实践 [5–7]。浦江段缓冲带虽以农业用地为主，但林地比例略高于诸暨段，并且近 6年来

持续采取的生态修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底栖动物多样性 [41]。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

农业用地与底栖动物多样性之间的相关性。 

3    结论

1) 河流生态缓冲带中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增加是导致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下降的重要的间

接驱动因子。而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缓冲带中农业和建设用地对底栖动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可

能不同。

2) 缓冲带修复实践中，增加林地面积和自然岸线比例对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有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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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and  uses  within  buffer  zone  on  water  quality  and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in Puyangji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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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and  use  types  on  water  quality  and  aquatic  biodiversity  in  river
ecological buffer zone, the main stream of  Puyang river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the field collection
of  benthic  animals,  water  quaity  analysis  and  riparian  land  use  interpret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ermanganate index (CODMn), ammonia nitrogen (NH3-N) and total phosphorus (TP)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forest land use, whil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benthic  community  diversity  was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ercentage  of  urban  land.  The  redundancy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benthic
animals we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percentage of agricultural land at Pujiang segment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Puyang River, while the benthic animals were mostly affected by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land at Zhuji segment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It  was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land and urban lands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benthic animal diversity 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within the same river buffer zon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crease of wood land and natural bank ration would benefit  the recovery and protection of
river aquatic biodiversity in the restoration practice of river ecological buffer zone,
Keywords    riparian zone; water quality;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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